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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红绿彩是北方磁州窑系所开创的一种

装饰方法，是用毛笔蘸红、绿等低温颜料，在已经
高温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花纹，然后置于

800℃左右的彩炉中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
成的釉上彩瓷（图一）。其彩料有红、绿、黄以及
金、银彩等多种[1]。
红绿彩，在早期的陶瓷考古文献中，一般都

被称为宋三彩或宋加彩，20 世纪 60 年代，由陈

万里先生首次提出“宋瓷加彩”[2]。另外还因为红
绿彩在宋、金窑址中出土比较丰富，而以往的窑
址调查中宋、金地层不分，因此白釉红绿彩旧称
宋加彩[3]。由于红绿彩主色为红，故在日本称“宋
赤绘”[4]。
红绿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在

新中国成立后，红绿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

做的窑址调查中多有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陶瓷窑

址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

等省都发现了出土红绿彩瓷器（标本）的窑址。其
中，以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最具特
点，两地都在窑址发掘中找到了金代红绿彩瓷器

遗存的地层堆积，而且还都发现了一些纪年墓葬

资料，为解决红绿彩瓷器的创烧年代提供了重要

依据。已有学者经研究提出红绿彩瓷创制的时代
约为金代中后期[5]，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普

遍认可。
金代红绿彩瓷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得

到确认后[6]，学术界对其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着

重探讨红绿彩产生的年代、产地、红绿彩装饰艺
术特点等问题。首先对红绿彩瓷器进行综合研究
的是秦大树、马忠理先生。1997 年，秦大树、马忠
理先生发表了《论红绿彩瓷器》，主要从红绿彩瓷
器的特点、红绿彩瓷器的品种、红绿彩瓷器的产
地与生产的时代、红绿彩瓷器的源流及影响等四
个方面对红绿彩瓷器进行了综合研究和论述，其

中“红绿彩瓷的产生年代为金代中后期”的观点
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7]。对山西地区出土
的红绿彩瓷器的研究主要是由孟耀虎先生所做。
1999 年，孟耀虎先生发表了《长治八义窑红绿彩
瓷器》一文，就山西地区八义窑出土的红绿彩瓷
器的类别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8]。此后江建新
先生发表了《中国早期釉上彩之研究（上篇）、（下
篇）》，对红绿彩瓷器的工艺进行了研究，提出金
代“红绿彩采用不透明而又醒目的红彩描线，以
透明而又相对淡雅的绿、黄二色填彩，即所谓‘画
红点绿（黄）’的装饰手法。这是彩饰工艺上红绿
彩区别于其它彩瓷的一个显著特征”[9]。2009 年，
《收藏》杂志还举办了“大红大绿的红绿彩瓷艺术
专题”，刊发了数篇红绿彩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对图一 金代红绿彩持莲童子

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
金代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



学 术 论 坛

文物世界 wwsj 2011.24

磁州窑、山西地区的红绿彩的研究等[10]。为加强
红绿彩瓷器的学术研究，2010 年 1 月，深圳博物

馆等单位在深圳还召开了“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
学术研讨会”[11]。会议主要就以下 5个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研讨：（一）红绿彩瓷器与金代宗教、社会
风俗的关系；（二）红绿彩瓷器创烧与流行年代；

（三）红绿彩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及材料科技研
究；（四）明清景德镇窑、漳州窑红绿彩瓷器；（五）
各地收藏和近年出土的红绿彩瓷器[12]。
纵观红绿彩瓷器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就红绿

彩瓷器的工艺方面的施彩方法进行探讨，而山

西、河北地区的红绿彩工艺是最具特色的，目前
尚无两地区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本文拟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对

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进行对比研
究，从而进一步探讨山西、河北地区红绿彩瓷器
的工艺特点及其对后世釉上彩瓷器的影响，以期

论证两地区红绿彩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

地位。

一

红绿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早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叶麟趾先生就曾记述过河北

有白釉红绿彩瓷器，他在其《古今中外陶瓷汇编》
一书中“宋朝瓷器”一章的“磁州窑”（磁县彭城
镇）一节里就谈到了红绿彩：“尚有红绿黄三种彩
色者。”[13]。这几乎是关于河北地区窑址发现红绿
彩瓷器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全国范围内古窑址

发现红绿彩瓷器的最早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红
绿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窑址调查中

多有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陶瓷窑址的调查和发

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等省都发现了
出土红绿彩瓷器的窑址。其中，以山西、河北的红
绿彩瓷器最具特色。此外，山西、河北地区还发现
了出土红绿彩瓷器的墓葬，尤其是纪年墓为考证

红绿彩的创烧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方便研究，现将两地区出土红绿彩情况叙

述如下。
（一）山西地区

目前，在山西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遗存

有窑址、墓葬和遗址。

1. 窑址

山西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有：长治

八义窑、东山窑、南泉庄窑，浑源青磁窑，临汾龙
祠窑和高平窑。
（1）山西地区生产红绿彩瓷器最重要的窑

址是长治县八义窑。对八义窑的调查，始于 20 世
纪 50 年代，陈万里先生首先报道了八义窑出土

红绿彩的情况[14]。随后《中国陶瓷史》也介绍了八
义窑发现红绿彩的情况。“山西八义窑在窑址采
集到了一些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纹饰都画在碗

的里部，纹饰布局具有地区特色，以花卉为主，

……”[15]。1996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长治八义
窑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八义东山窑进行了试掘，

出土了大量的红彩、绿彩和红绿彩瓷器。主要有
碗、盘、钵、碟、器盖，也有人物俑等。证明这个窑
址以生产红绿彩瓷为主。其红绿彩装饰有各种花
卉、动物，最富有特色的是吉祥语的文字图案[16]。
（2）南泉庄窑，仅听说曾经发现过红绿彩瓷

器，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17]。
（3）浑源青磁窑，在调查中发现过红绿黄彩

的瓷片，胎体较纯净，白胎泛黄，见于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18]。
（4）临汾龙祠窑，在调查中发现过红绿彩瓷

器标本，见于华石先生的报道[19]。
（5）临汾高平窑，相传发现过红绿彩瓷器，

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20]。
2. 墓葬

（1）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 年）墓出土红
绿彩绘碗一件[21]。
（2）侯马市金墓 M29 出土碗一件，碗上有红

绿彩三色彩绘，内底红彩书写一“清”字[22]。
（3）临汾市热力公司 M8 出土红绿彩碗一

件[23]。
3. 遗址

（1）长子县碾张关村出土红绿彩钵一件[24]。
（2）翼城县郏庄村变电站一次出土六件红绿

彩童子俑[25]。
（3）榆次市猫儿岭 1954 年出土一件红绿彩

折枝花卉纹盏，有学者认为其年代或为金—元时
期[26]。
（4）太原市西南郊金胜村管道工程出土红绿



学 术 论 坛

文物世界 wwsj 2011.2 5

彩文字盖钵一件，有学者认为其年代或为金—元
时期[27]。
（二）河北地区

目前，在河北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遗存

有窑址、窖藏和墓葬。
1. 窑址

河北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有：磁县

观台窑、观兵台窑，邯郸峰峰矿区彭城窑、临水
窑，临城贾村窑。
（1）磁县观台窑，1958 年进行第一次发掘时，

出土有红绿彩瓷器完整器，但是发掘报告中没有

报道[28]。只是在后来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
里发表两件，分别是坐佛和弟子立像各一件[29]。在
1960 至 1961 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红绿彩

瓷器[30]。1963 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的窑址调
查中，出土红绿彩小瓷人一件[31]。随后，在 1982
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磁州窑系诸窑”章节中，
白釉釉上红绿彩作为磁州窑的烧瓷品种而被报

道出来[32]。1987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和原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窑

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在窑址地层和灰坑中都发现

了红绿彩瓷器，有器盖、人物俑、佛像等[33]。
（2）磁县观兵台窑，1987 年 4 月，邯郸文物

保管所马忠理，北京大学考古系秦大树、姜林海、
王献本、陈彦堂等 5 人在发掘观台窑址时，调查
了观兵台窑址，并报道了发现红绿彩瓷器，无完

整器出土，仅出土瓷俑残件三片[34]。
（3）邯郸峰峰矿区的彭城窑和临水窑址，是

古磁州境内滏阳河流域的一个制瓷中心，也是磁

州窑中心地区的代表性窑场[35]。但是早期所做的
调查工作不多，发表的相关报道也很有限，仅见

于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初期的一些资料，如叶

麟趾和陈万里先生对彭城窑的调查[36]和日本学者

小山富士夫的调查[37]。关于彭城窑和临水窑生产
红绿彩瓷器的报道，见于刘志国先生的研究[38]。
（4）临城贾村窑，叶喆民先生在临城贾村窑

还找见有“金加彩”残片[39]。
2.窖藏

除了上述窑址外，在河北还发现有一处红绿

彩瓷器窖藏。
1972 年，在邯郸市峰峰矿区汽车一队修建

人防工程时发现了红绿彩瓷片，经过清理收集，

拼对出五尊佛像，推测此处是一处窖藏，只是这

批资料直到 1997 年才报道出来[40]。
3. 墓葬

河北邯郸“泰和二年”（1202 年）崔仙奴墓，
墓中出土了红绿彩瓷俑五件，均为童子俑。两件
是坐在鼓上的坐俑，两件是站在台子上的立俑，

还有一件是仰卧俑，形体最大长达 33 厘米，伴出

一方砖墓志[41]。

二

红绿彩瓷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
黄等低温颜料彩绘，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

成的釉上彩瓷。考古资料显示，山西、河北地区出
土的红绿彩瓷器各具特色。
从胎釉上看，山西地区的红绿彩瓷器，在施

釉前全部挂以白色化妆土，胎色以土黄色为主，

灰色胎次之，还有少量黄灰色胎，釉色是白中泛

黄。河北地区的红绿彩瓷器，也是在施釉前全部
挂以白色化妆土，墓葬和窖藏出土的瓷塑和佛

像，其胎色以白黄色（白胎微泛黄色）为主，白釉

光润洁净；窑址出土标本其胎色以黄灰色为主，

还有少量棕色（棕灰、棕褐、棕黑），白釉多泛灰
者，也有泛黄者，还有直白色者和卵白色者，多半

木光。
从彩色上看，山西、河北的红绿彩瓷器都有

红、绿、黄、黑四种色彩。山西地区的红、绿、黄、黑
彩中，以红、绿二彩最常见，红彩可分两类：一类
不脱落。一类极易脱落。绿、黄、黑彩则不脱落。可
能是绘画时彩料的浓淡或烧成温度的不同，红绿

彩呈现多种不同的色阶[42]。河北地区的红、绿、
黄、黑彩中，也以红、绿二彩最常见，常与黑彩搭
配使用。红彩一般呈朱红色，若烤花的温度较低，
则色调深而暗，若温度较高，则色调鲜亮并较浅。
绿彩亦分两种，正烧的为浅色的翠绿色，烤花温

度若较低，则呈暗色的墨绿色[43]。
从彩绘及题材上看，山西地区的碗类装饰中

黄彩仅用于花叶的叶头和边饰上点彩；在俑类器

物上，黄彩又作为主要色彩与红、绿、黑一起使
用。在绘画风格上，线条流畅，采用工笔兼写意或
没骨法，浓翠红艳，独呈异彩。画面布局多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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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采用折枝花草、禽鸟、开光、文字和两面夹彩
技法[44]。纹饰题材以折枝花草、禽鸟为主，花卉多
牡丹、菊花、莲花、桃果纹，禽鸟有麻雀、鹦鹉，还
有鱼纹（图二）；文字装饰也是山西地区具有特点

的题材之一。河北地区出土的器皿较少，窑址出
土的器盖，红彩做边饰，其上点黄彩；而在瓷塑人

物俑和佛像上，多以红绿黄黑彩装饰衣物、头发、
面部口唇、鞋袜等。其中，人物俑上的发、眉、眼使

图二（1） 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花卉纹碗标本

图二（2） 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花鸟纹碗标本

图二（3） 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鱼藻纹碗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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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彩，唇用红彩；所穿绰子的边袖等，多施以红

绿彩,具有“画红点绿”的特点。佛像的装饰上，采
用白描和勾画的手法，一般多是黄、红、绿、黑彩
交替使用，纹饰图案精美富丽。
从出土的红绿彩瓷器的形制上看，山西地区

多生活用品和瓷塑制品，目前尚无发现佛像的报

道；生活用品常见有碗、盘、钵、碟、器盖等（图
三），瓷塑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人物俑；也有
小型童子俑，高度在 4.3~4.8 厘米之间，似玩具。
河北地区多人物俑和佛像（图四），较少生活用品

发现。人物俑有仕女、文官、童子俑等；佛像有坐
佛、佛弟子立像等，其形象包括如来佛像、释迦佛
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天王像等。属于生活用

品的仅在观台窑址发掘中出土了器盖一种。以下
仅就俑类器物形制特点进行比较。
山西地区红绿彩俑类目前见于窑址和遗址。

窑址出土的俑类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其
中，女俑两件。一件女俑梳垂双鬟，服绿色左衽襦
或绰子，衣领以红线画边，内填黄彩；另一女俑服

翟衣，抹胸，裹肚，蔽膝，霞帔。黄衣红裳，抹胸用
绿带和红底白“S”曲带纹表示，黑色裹肚，绿色大
带，绿色蔽膝，霞帔为红彩描边，内填白和绿，衣

服白色，红线描边。釉下施白色化妆土，红、绿、
黄、黑、白呈色稳定，光泽鲜亮。女坐俑，坐于墩
上，右臂上有黄彩。仕女俑，包髻。发、眉和眼用黑
彩绘出，包髻大部为红彩绘出，两侧为绿彩，红彩

图三 山西出土红绿彩器物（1、3.碗 2.碟 4.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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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朱唇，衣服为红边黄彩[45]。
1993 年在翼城县郏庄村变电

站出土六件红绿彩童子俑。高
4.3~4.8 厘米。均为小孩童，或
髡发，或戴帽。衣着或对襟或左
衽。双手抱于腹部。浅土黄色
胎，胎质稍粗。仅前半部分施白
釉，黑彩勾眼、头发，红彩绘衣
襟，点绿彩装饰[46]。这组童子
俑，体形很小，制作简单，略显

粗陋，分析其应该是玩具类制

品（图五，1）。
河北地区红绿彩俑类目前

见于窑址和墓葬。窑址出土的
俑类主要是仕女和文官。其中，
仕女包括纨扇仕女、双髻仕女
和长辫仕女。纨扇仕女，坐于鼓
凳上，右腿盘起，左腿下垂，手

执纨扇，上着对襟窄袖绰子，下

着长裙，下垂近地，尖靴。绰子
一般着红彩，襟边着绿彩，长裙

不施彩，纨扇、靴底和鼓凳上黑
彩。双髻仕女，残存头部，发、
眉、眼施黑彩，髻和唇施红彩，

图四 河北出土红绿彩人物俑（1.乐伎俑 2.普贤菩萨像 3.如来佛像 4.文殊菩萨像）

图五 山西、河北出土红绿彩童子俑（1.山西 2、3.河北）

1 2 3 4

1 2

3



文物世界 wwsj 2011.2

着红边绿衫或着左衽红边绿衫。长辫仕女，仅存
头后部，两条长辫下垂，着红领绿衫，发为黑釉，

领暗红色，浅绿色衫，无光泽。文官，仅存头部残
片，方脸、剑眉、丹凤眼、长髯。仅唇部红彩，余均
为黑彩[47]。
1989 年 5 月，在邯郸峰峰矿区农电局东侧

基建工地发现一座墓葬（编号 FM1），出土红绿彩

瓷俑五件，伴出一方砖墓志。瓷俑均为童子俑。其
中，两女童，或坐在或骑在白釉黑彩三环纹鼓凳

上，通高 15.5~16 厘米。头上分别留发三片和五
片，梳成小髻，扎红头绳，坐鼓俑头顶无发处施黄

彩，骑鼓俑头顶无发处施淡翠绿色彩，眉眼部都

施黑彩，朱唇小口；坐鼓俑身着左衽交领窄袖衫，

施红彩，后身红彩鲜亮，前身红彩有所剥落，襟部

饰绿边，有褐绿和黑色，腰悬绿彩佩饰。白釉裤，
黑彩矮帮鞋。左腿盘起，右腿自然下垂，安坐于鼓
凳上；骑鼓俑身着白色圆领窄袖衫，领口及袖口

施黄彩，外套短褙子，前身腰围短裙，正中有红彩

宽带，将翠绿色短裙分为两片，左片呈翠绿色，右

片黄绿色，后身施红彩。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下身
着裤，裤口饰红边，绿袜黑鞋，骑坐于鼓凳上。
两男童，均站立于白釉黑彩双环纹圆台上，

其一通高 16 厘米，头上留发三片，梳成小髻，扎

红头绳。头顶无发处施黄彩。侧视。着交领窄袖
衫，左衽，施红彩。腰围抱肚，绿彩黑边。下身着
裤，白釉红边。足蹬尖头靴，施黑彩。怀抱一只白
釉黑点小花狗，站立于圆台之上。另一个通高
16.5 厘米，头顶髡发，施黄彩；眉眼施黑彩，口唇

红彩，身着直领窄袖半长绰子，红彩绿边；内着白

色红边交领衫，左衽。腰束绿彩红黑边抱肚，在绿
彩之下，先施过黄彩。下身着裤，黑鞋。左臂腋下
挟持一黄彩黑口的长方盒，右臂自然下垂，站立

于圆台之上。
还有一男婴，呈仰卧状，形体最大，长达 33

厘米。头顶留“鹁角”，系红头绳。颈佩金黄色如意
形项饰，上身着窄袖直领短绰子，黄地饰红色圈

点团花，袖和襟为红色，加绘成对的黄色飞鸟数

组。右手握拳，左手置于腹部。背部有褐色带一
条。前身可见在腰腹部系黄、褐、绿色三条宽带，
在腹前结成蝴蝶结。从臀部顺腿束红彩带一条，
在膝下结成蝴蝶结，双腿上曲。白釉呈乳白色，光

润洁净，在不同部位着红、绿、黄、褐彩，红彩鲜
艳，绿彩则暗淡呈褐绿色，黄彩为河北临水窑特

有的明黄色[48]。
这组童子俑，高度一般在 15.5~16.5 厘米，仅

一件最长的 33 厘米。出土于墓葬之中，分析其应
该是随葬用的明器类制品（图五，2、3）。
从制作方法上看，山西、河北两地红绿彩俑

类都是采用模制方法制作而成的。
从红绿彩工艺上看，山西地区的施彩工艺特

点，孟耀虎先生曾针对山西八义窑红绿彩瓷器做

过总结。从施彩方法上分为四类：第一类，在素白
瓷上，仅以红绿二彩勾画各种纹饰；第二类，在素

白瓷器上，以红绿黄三彩勾画各种纹饰；第三类，

在烧好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再加填红绿黄彩或其

中某一种单彩；第四类，在素白瓷上施釉上低温

单彩[49]。河北地区的施彩工艺特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在素面白釉瓷器上，以红绿彩勾画各种

纹饰，一般使用红绿黄三色，也有仅使用红绿双

色的；第二种，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
绿、黄彩。仔细分析山西地区的施彩方法，不难看
出，第一、二、四类，都是在素白瓷器上，用红、绿、
黄彩勾画各种纹饰，三者所不同的是，有使用红、
绿二彩的，有使用红、绿、黄彩的，也有仅使用一
种单彩的。因此，这三类实际是可以合并为一类，
即在素烧的白釉瓷器上，以红绿黄彩勾画各种纹

饰，一般使用红绿黄三色，也有使用红绿两色，或

者仅使用一种色彩的。如此看来，山西、河北两地
的红绿彩，从工艺上（主要是从施彩方法上）看，

其施彩方法是一致的，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在

素烧的白釉瓷器上，以红、绿、黄彩勾画各种纹
饰；一类是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
黄彩。
从烧制红绿彩瓷器的时间上看，山西地区烧

制的时间，据试掘报告的研究，“1996 年八义东
山窑试掘所获得器物其烧造时代应为金代晚期，

时间应在 1190—1210 年的 20 年间”[50]。报告者
还提出“八义窑出土的红绿彩瓷器，已经是一种
较成熟的彩瓷，在它的早期可能还有一个创烧发

展的过程”[51]。河北地区的烧制时间，观台磁州窑
出土红绿彩瓷器的第三期，其具体时代可以定在

金代中后期[52]。由此，我们或可认为，磁州窑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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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彩的时间略早于八义窑。
从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数量上看，山西长

治八义窑在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为

此，试掘报告提出“红绿彩瓷器在山西长治八义
一带是大量生产的”[53]。而在河北，已发掘过的观
台磁州窑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数量很少，仅

十几件（片）标本，发掘者也认为在“本次发掘中
这类器物（红绿彩瓷器）的发现并不突出，数量较

少”[54]。由此说明，山西、河北两地区窑址出土红
绿彩瓷器在数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总体上讲，山西地区是以纹饰丰富和产量众

多为特色，河北地区则是以鲜艳、丰富的加彩为
特点。

三

景德镇在元明时期成为全国烧瓷中心，也就

是大家所说的瓷都。其窑工中应该有不少是为了
躲避北方战乱而来到景德镇的北方窑场的窑工

们。在今天的山西长治八义一带，至今还有不少
关于当年陶瓷艺人逃往景德镇的传说。其中，八
义窑给金代皇帝烧龙床一事广为流传，比较具有

代表性。原意为：官府下令八义窑给金皇室烧造
龙床，窑主觉得按官府要求只烧一件不赚钱，于

是就私下偷偷地制作了三件，此事很快被官府得

知，窑主因此而逃往景德镇[55]。
景德镇元代开始烧制红绿彩瓷器，景德镇的

红绿彩瓷器也称五彩，其彩一般多施于青白瓷之

上，也有施加于枢府瓷之上的，也有施加于普通

白瓷之上的[56]。1980 至 1981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
古研究所清理元代的作坊遗址时，发现有红、绿
彩绘的折枝菊纹残片；1981 年在景德镇落马桥

元代后期灰坑出土两块红绿彩瓷片：一为矾红绘

莲纹碗残片，其莲纹花头的绘法有元青花的意

味；一为红绿彩菊纹碗残片，其采用矾红描线、绿
彩绘叶之手法与磁州窑（包括八义窑）“画红点
绿”的手法一致[57]。这些与磁州窑（包括八义窑）
风格相似的标本，或可说明景德镇元代红绿彩是

效仿磁州窑（包括八义窑）红绿彩而产生的。1994
年以来，在景德镇市区的珠山中渡口、落马桥、曾
家弄等基建工地的元代官窑遗址地层中也出土

了红绿彩的瓷片标本，其风格与同出的元青花相

同[58]，这也表明景德镇红绿彩瓷器产生的时间大

体与元青花的烧制时间相一致。由此可知，景德
镇元代釉上彩是在磁州窑、八义窑等北方窑址烧
制的第一类红绿彩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磁
州窑、八义窑红绿彩中的第二类，即在烧成的白
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的施彩方法，应该
可以认定为是景德镇斗彩工艺的滥觞。1985 年
西藏萨迦寺发现的两件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

鸯纹碗，是目前公认的景德镇斗彩工艺的源头。
此碗主要是在碗外壁主题纹饰———莲池鸳鸯纹
上采用了斗彩工艺，其中，雄鸳鸯顶毛用深褐色、
浅绿色彩描绘，颈部用深红点绘羽毛，再覆以红

彩，并用红彩勾喙，眼睛和双翅用青花描绘[59]。雄
鸳鸯扇形飞羽的釉下勾边釉上填彩的装饰方法

就是斗彩工艺中的“填彩”，这种填彩工艺在磁州
窑红绿彩装饰中已经被开创并得到了发展；景

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

盘[60]，和前述萨迦寺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

碗，纹饰题材相同，采用的装饰手法也一样，都具

有斗彩工艺特点。这些都表明景德镇在明代宣德
时期就已经学习磁州窑（包括八义窑）在烧成的

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的施彩方法，在
釉下青花瓷器上加饰红绿彩。河北、山西地区金
代创烧的红绿彩瓷器，不仅开创了在瓷器釉面上

彩绘的新方法，为瓷器装饰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是

对景德镇釉上彩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

远的重大影响，它不仅是景德镇釉上五彩瓷器的

前身，更是斗彩瓷器的渊源。因此，山西、河北地
区的金代红绿彩瓷器，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的重

要地位不容忽视。
本文仅就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

进行了对比研究，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只是一个初

步的比较。在比较山西、河北两地红绿彩窑址时，
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山西长治八义窑

仅在试掘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而河北

观台磁州窑的发掘中，红绿彩瓷器的出土是很少

量的。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
山西的孟耀虎先生在其《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
一文中就讨论过。但是他只是依此认为，“从长治
八义东山窑的大量遗物看，‘红绿彩器是宋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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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珍贵的品种’的说法，似乎已值得重新思
考”；并且孟耀虎先生进一步提出，“可以认为，其
它地区的红绿彩瓷器的烧造是少量的；或者是大

量的，只是未找到废品堆积区；也可看作是大量

烧造”[61]。其实对此现象还有一种解释，更值得我
们进一步的关注，那就是望野先生的观点。望野
先生依据近年来，在包括山西太原、长治、高平、
晋城、侯马，河北邯郸、邢台、大名、馆陶、清河、沧
州、黄骅等城市在内的旧城改造、道路建设、渠坝
施工的工地，多有红绿彩瓷器标本发现的情况，

提出，红绿彩瓷器的低温釉上彩多是在窑址以外

的地方烧制的[62]。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窑址
发掘中，红绿彩瓷器出土量很少的原因了。在此
我们也相信，随着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

展，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多少不一的现象最终会

有个更加合理的解释的。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课题编号: 2007JJD78011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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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邻应郑太子后人之邀，怀着对郑太子寿的崇敬

之心，以饱满的热情为其写了碑铭。他在碑文中
写道：“虽复相望绝代，固可气类同年”，他将自己
和太子寿相比，觉得有相同之处，使人看后觉得

他和太子寿一下亲近了许多。到底是“初唐四
杰”，卢照邻这篇碑文以骈体写成，十分讲究对仗
和声律，大都以四字和六字相间定句式。特别是
铭文部分四字一句，押韵整齐，追思悼念，一唱三

叹，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文中充满道家色彩，这和唐乾封元年即公元

666 年，唐高宗追尊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
帝”有关。老子又称“太上老君”，与元始天尊、太
上道君、三界诸神等，生活在三清圣境，时常以具

体的形象或世间的圣贤面目显现人间，以救度人

们。与之相类道家内容的碑文，还有两年后的总
章三年即公元 670 年，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

嘉任泽州（今晋城）刺史，其之子李训、李谊、李
撰、李谌，在碧落寺为亡母房氏元龄祈福造像时
所作《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碑前刻碧落
天尊像摩崖，后刻篆文，因名《碧落碑》，今存新绛
龙兴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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